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购彩决策行为影响因素的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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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的非理性购彩决策行为，影响了消费者常态化购彩，不利于体育彩票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改善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非理性购彩决策行为对于彩票产业与责任博彩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基于社会影响、羊群效应、社会学习、彩票社会责任有关理论，从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羊群效应视角切入，构建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购彩决策行为理论模型，以探索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由非理性向理性购彩决策行为转变的影响因素及行为路径形态。结果显示：（1）社会影响对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社会学习具有显著影响；（2）信息不对称、群体压力和权威服从中介了社会影响与社会学习的关系；（3）社会学习对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的购彩决策行为具有显著影响；（4）彩票社会责任在社会学习与购彩决策行为影响关系间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有鉴于此，本研究提出相应的实践方案，以促进彩票消费者理性购彩，有效推进体育彩票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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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rrational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of sports lottery consumers affects consumers' normal lottery purchases and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ports lottery. Improving the irrational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of sports lottery consumers with quizz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ottery industry and responsible gambling.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social influence, herding effect, social learning,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lottery, this research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erding effect of quiz-type sports lottery consumers, and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quiz-type sports lottery consumers’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behavioral path patterns of the change from irrational to rational purchase decision behavior of guessing sports lottery consume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Social influence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ocial learning of quiz-type sports lottery consumers; (2) Information asymmetry, group pressure and authority obedience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influence and social learning; (3) Social learning has a role in quiz Sports lottery consumers’ lottery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4) Lottery social responsibility has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learning and lottery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In view of this, this research proposes corresponding practical plans to promote rational lottery purchases by lottery consumers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ports lot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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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竞猜型体育彩票是体育彩票产品中的核心产品，也是一类独特的产品，它是将体育赛事与彩票相结合，包含较大的智力与分析因素[1]。然而，彩票消费者在购买竞猜型体育彩票时往往从不进行赛前分析，直接跟随模仿他人购彩决策行为或预测专家的意见，并做出非理性购彩决策行为。非理性购彩决策行为影响消费者正常博弈和决策，同时也影响了体育彩票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如何促进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的购彩决策行为更加趋于理性化，建立健康的购彩环境成为政府管理部门、体育彩票机构、彩票消费者等热议的问题。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互联网、手机APP软件等成为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获取“购彩信息”的途径和方式[2]，竞猜型体育彩票预测机构、预测分析师、彩民中奖排行榜等引起了消费者注意，导致消费者跟随或模仿他人的态度或购彩决策行为，引发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的“羊群效应”现象。这种购彩的羊群效应是指消费者完全忽略了自己的购彩认知，模仿他人的行为，极大影响消费者在购彩过程中的理性思考与判断，对常态化的竞彩决策与社会影响形成干预。鉴于此，本研究从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羊群效应视角切入，探析消费者出现羊群效应的内在归因是什么，并进一步通过社会学习有关概念，兼顾彩票社会责任的作用，以探索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由非理性向理性购彩决策行为转变的影响因素，以及消费者购彩决策行为的路径形态，期望通过理论与实证解决问题并促进彩票消费者趋于理性购彩，以形成健康的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环境，推进体育彩票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理论基础

2.1社会影响

追溯相关学者探寻羊群效应的归因，其中发现社会影响是导致消费者产生羊群效应的重要归因[3]。社会影响是指社会诱导的行为变化，个人会受到某一领域的专家、领头人等其他个体的影响，进而产生观点或行为上的改变[4-5]。纵观国内外相关研究，社会影响理论广泛应用于消费者行为学的研究中[3,6]。从宏观研究中发现，社会影响会预测新兴消费市场水平，对整个消费者群体产生影响，使消费者行为趋同化，引发新型消费市场的羊群效应[7]。也有研究通过微观手段探讨发现，消费者在他人社会影响下，促进消费者产生模仿心理与行为，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8]。相关研究也运用实验法，探究了同事、家人、伙伴等同龄人在选择消费产品时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并进一步测试了社会影响对“群体行为”和“社会学习”的影响[9]。诸多研究证实，社会影响理论应用广泛。但对于竞彩的研究上仍少有涉及在社会影响的作用下，彩票消费者的观点、态度和行为是否会受到影响，以及彩票消费者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否影响其正常的购彩决策判断，如何导致消费者非理性羊群效应？等诸多关键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论证。因此，本研究的第一个研究方面将以社会影响为切入点，探索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产生羊群效应的归因与形态。 

2.2羊群效应

在行为学研究领域中羊群效应内涵与机制的测度上，发现相关学者将羊群效应行为分为理性和非理性两个框架。理性羊群行为可分为三类：支付外部性、信息学习以及基于委托代理关系的羊群行为。支付外部性是指在市场中发生变化时，先采取行动的人会危及到后者的利益，参与者的理性选择就是争先，这种结果在银行挤兑中比较常见[10]；信息学习是参与者因不能收集足够的私人信息，导致信息不对称，而从其他决策者的信息和行为中进行猜测或模仿[11]；委托—代理是分析职业经理人的决策行为，主要适合在职业经理人的决策行为研究中。非理性羊群行为包括群体压力和对权威的服从，群体压力来自周围的人群，当其他人做出相同的决策时，消费者常会不自觉地服从这种压力，也会做出相同的决策；权威的服从则指人们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服从为某些专家或意见领袖传播的信息，进而做出决策行为[12]。竞猜型体育彩票是一种将彩票和体育结合起来的一种博彩产品，它需要消费者对比赛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并熟知彩票规则，是一种极具智力性、趣味性、竞争性的博彩活动[13-14]。因此，羊群行为中的信息不对称、群体压力、权威服从符合彩票消费者进行博彩决策时产生的羊群效应情况，而支付外部性以及委托—代理则无法与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的购彩决策行为相关联。在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过程中，消费者可能因信息不对称、群体压力或权威性服从等影响了自身的理性判断和分析。因此，本研究的第二个研究方面选取羊群效应中信息不对称、群体压力、权威服从，探索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的购彩决策行为过程。

2.3社会学习

社会学习理论强调个体在社会情景下学习是如何发生的，同时Albert Bandura认为社会学习是个体会通过观察、模仿以及学习他人的行为，目的是提高自己的能力[15]。在消费行为学层面，社会学习是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重要因素，当消费者掌握信息不充足的情况下，会促进消费者社会学习，模仿他人的消费行为[16]。同时，在外界社会规范的影响下，消费者会产生心理意识变化，促进消费者个体的社会学习，转变消费行为方式[17]。社会学习理论在消费者行为学研究中广泛应用。然而，在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行为中，消费者会因个人或群体产生的社会影响，产生诸多羊群效应中的信息不对称、群体压力、权威服从等现象，是否会引起一些消费者在决策过程中进行社会学习，观察、模仿以及学习他人的行为，进而影响到消费者的购彩决策行为？此问题尚未明晰。因此，本研究的第三个研究方面将社会学习理论应用到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行为中，深入探讨社会影响对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社会学习的作用以及社会学习对购彩决策行为的影响。

2.4彩票社会责任

彩票社会责任源于企业社会责任[18]，它的主体是体育彩票方，是指彩票方为追求经济与社会综合效益最大化，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在其运行发展过程中对相关利益各方及社会所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和义务[19]。具体而言，彩票方通过优化彩票玩法合理设置游戏过程，引导消费者进行理性购彩，并采取相应的限购手段，刺激公益文化，保证消费者的健康购彩心态，减少问题彩票消费者的产生，以保护彩票消费者的权益。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作为利益相关方之一，彩票业有必要对消费者履行社会责任，降低问题博彩、引导消费者合理购买彩票，形成健康理性的购彩环境。然而，探讨彩票社会责任在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购彩决策行为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仍存在不足。因此，本研究的第四个研究方面则通过引入彩票社会责任，探讨其对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购彩决策行为过程的作用效果。

3 研究假设

3.1社会影响的作用

社会影响主要来自身边的个体或者群体，导致观点或行为产生变化。当个体受到来自同龄人、大学同学、家庭、朋友等社会群体产生的社会影响时，为促进自己的消费行为达到最优化，个体则倾向于收集更多的消费信息，进行社会学习[9]。同时，当消费者认为其他个体消费者产生的社会影响具有足够的经验时，消费者会采纳其他消费者的经验，进行社会学习[20]。冯娇（2016）从消费者社会学习理论角度，分析了在线评论数量与评论等级等外在社会影响会促进消费者社会学习，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16]。在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层面，竞猜型体育彩票是将体育比赛与彩票结合起来的产品，消费者在购买体育彩票时，网络预测机构、专家、“朋友圈”等发布的竞猜型体育彩票预测或相关中奖信息均会对消费者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扰乱消费者购买竞猜型体育彩票的认知，很大程度上会促进消费者社会学习。基于文献梳理与推论，本研究提出假设1。

假设1：社会影响对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社会学习具有显著的影响
3.2羊群效应的中介作用

羊群效应包含信息学习、群体压力、权威服从等羊群效应行为[12]。其中，信息学习是指当自己与他人掌握的信息不对称时，导致消费者会忽略个人信息而采用他人信息进行决策，激发了消费者社会学习的动机[21]。群体压力来自周围个体，当周围个体做出相似或相同的决策与行为时，个体会产生较大的群体压力，会促进人们社会学习，做出相同的行为。如：吕峰（2007）在研究中指出由于社会成员面临来自不同方面的群体压力时，会激发社会学习的动机[22]。此外，消费者在得知相关专家或具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发布的一些预测消息时，可能会导致消费者产生权威服从的心理效果，进而促进消费者社会学习[23]。在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之间，当消费者得知其他消费者购买的彩票类型或者下注的号码时，产生的社会影响也会影响消费者的选择。同时，彩票消费者容易受到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其他权威专家、预测机构等产生的社会影响，增加了消费者信息不对称、群体压力以及权威服从的情况，导致消费者模仿与学习[24]。基于以上推断，本研究提出假设2。
假设2a：信息不对称在社会影响与社会学习的影响关系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假设2b：群体压力在社会影响与社会学习的影响关系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假设2c：权威服从在社会影响与社会学习的影响关系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3.3社会学习的作用
社会学习是个体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对他人的态度或者行为进行学习或者模仿的一种方式。它不仅体现在个体学习或模仿方面，而且也是贯穿消费者购买行为的一个重要过程，影响消费者的决策或行为。消费者通过社会学习影响其最终的消费决策或者行为[25]。Ballinger（2003）用实验的方法证明了社会学习能够促进消费行为发生转变[26]；在后续的研究中，Chua（2011）也证明了社会学习可以解决确定性的跨期生命周期的消费行为问题[27]。这表明消费者通过社会学习影响了其消费行为。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在社会影响下产生非理性羊群效应行为，消费者会通过社会学习，即对各方面的信息情况进行模仿或学习，进而做出最终的购彩决策行为。基于以上推断，本研究提出假设3。
假设3：社会学习对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的购彩决策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
3.4彩票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

彩票社会责任是以促进彩票消费者理性购彩、优化彩票玩法、发扬彩票公益精神、降低问题购彩，保障彩票消费者的权益为目的[19]。当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对产生的羊群效应进行社会学习时，彩票方能够履行彩票社会责任，进而从消费者和彩票发展的两个方面优化与干预购彩决策行为，从而使购彩决策行为趋于健康理性。如：李海（2015）在研究中证实了在消费者购彩时出现模仿学习等非理性社会学习时，彩票机构履行社会责任对彩票消费者购彩决策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28]。同时，聂丽芳（2015）通过实证研究也验证了彩票机构履行监管责任对模仿他人购彩决策行为的消费者的购彩决策行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29]。反之，彩票消费者单方面进行社会学习，若缺少了彩票社会责任，其购彩决策行为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30-32]。基于以上分析与认知，本研究认为在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产生非理性消费心理或行为时，体育彩票方履行社会责任以引导消费者理性购彩，有鉴于此，如果彩票社会责任调节消费者的购彩决策行为过程，并使其趋于理性化，将值得被验证。因此，本研究基于文献论证，试图从验证的角度将彩票社会责任作为调节变量，以初步探索“彩票社会责任”在社会学习对彩票消费者购彩决策行为影响中的作用，故本研究提出假设4。
假设4：彩票社会责任在社会学习与购彩决策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综合上述文献推断与假设，本研究构建出基于研究过程的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购彩决策行为的理论模型，并据此模型过程进行理性购彩决策行为的研究与探索（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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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购彩决策行为的理论模型图

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 diagram of consumers'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in competitive sports lottery

4 研究设计
4.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基于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羊群效应的社会学视角，以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购彩决策行为影响因素的新探索为研究对象。
4.2 研究数据来源

在调查地区选择及发放调查问卷方面。首先，通过查阅《2019中国体育彩票年鉴》中的全国各省体育彩票销量的统计数据，发现山东省体育彩票销量处于较高水平，吉林省的体育彩票销量处于较低水平，出于不同体育彩票销量区域考虑，选取两个省份的省会城市济南市和长春市两个调查地点。其次，基于样本的代表性考虑，济南市与长春市为两个彩票销量不同的省份市区，既考虑了消费者消费能力高低与涉入程度高低形成的市场区隔，也考虑到市场区隔中的消费者人群，从而达到满足推论母群体消费者的购彩决策行为的影响效果。最后，基于调查样本的科学性，进行G-power效果量的鉴定[33]，旨在发现满足研究需要的样本量，经鉴定发现，样本量须达到178份，满足后续结果分析的要求。基于此，本研究对济南市与长春市两个地区的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350份，回收问卷325份，剔除无效问卷12份，有效问卷为313份，有效回收率达89.43%，收集样本呈现的特征见表1。

表1 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人群统计特征表

Table 1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etitive sports lottery

	人口统计变量
	属性
	频率
	百分比（%）

	性别
	男
	215
	68.7

	
	女
	98
	31.3

	年龄
	20-30岁
	70
	22.4

	
	31-40岁
	84
	26.8

	
	41-50岁
	94
	30.0

	
	51-60岁
	36
	11.5

	
	61岁及以上
	29
	9.3

	学历
	小学及以下
	20
	6.4

	
	初中
	52
	16.6

	
	高中
	108
	34.5

	
	大专及大学
	96
	30.7

	
	大学以上
	37
	11.8

	收入（月）
	3000元及以下
	23
	7.3

	
	3001-6000元
	100
	31.9

	
	6001-8000元
	98
	31.3

	
	8001-15000元
	80
	25.6

	
	15001元及以上
	12
	3.8

	职业
	教师
	24
	7.7

	
	个体经营
	53
	16.9

	
	企业经理
	36
	11.5

	
	工人
	35
	11.2

	
	自由职业
	41
	13.1

	
	通讯客服
	23
	7.3

	
	企业职员
	49
	15.7

	
	网店经营
	41
	13.1

	
	其他
	11
	3.5


数据来源：本研究整理。
根据表1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人群统计特征结果显示，在性别方面，男性居多，男性占68.7%；女性占31.3%。在年龄方面，41-50岁的消费者最多，有94人，占比30.0%；20-30岁70人，占比22.4%；31-40岁有84人，占比26.8%；51-60岁36人，占比11.5%；61岁及以上29人，占比9.3%，表明彩票消费者人群集中在中青年人群。在学历方面，小学及以下20人，占6.4%；初中52人，占比16.6%；高中学历108人，占比34.5%；大专及大学96人占比30.7%；大学以上37人，占比11.8%。在收入方面，3000元收入及以下23人，占7.3%；3001-6000元100人，占31.9%；6001-8000元98人，占31.3%；8001-15000元80人，占25.6%；15001元及以上12人，占3.8%。在职业方面主要集中在个体经营，占比16.9%、自由职业，占比13.1%、企业职员，占比15.7%、网店经营，占比13.1%这四个方面。以上人口统计变量结果符合刘圣文（2018）与黄显涛（2019）研究的样本特征[34-35]。
4.3测量工具

在所测量的量表中由于部分参考量表为英文量表，本研究通过山东大学英文外籍教师和中国汉语言文学教师将英文条目进行翻译与修正处理，将量表进行有效呈现，发现问卷内涵及特点，并邀请体育彩票消费者行为学领域的王俊人（中国台湾）、刘圣文（中国人民大学）等专家，对具体量表内容提出指导建议，进而设计本研究所需量表。其中，社会影响量表题项设计参考Venkatesh（2012）、金辉（2013）以及殷猛（2019）研究中对社会影响的测量[36-37,3]，共设计4个题项；信息不对称借鉴张璇（2012）、Wells（2017）、Yeh（2018）以及沈华玉（2018）等对信息不对称的测量研究[38-41]，共设计4个题项；群体压力量表参考Brown（1986）和Ajzen（1991）的研究中对群体压力的设定[42-43]，共设计3个题项；权威服从量表的设计参考Stanley Milgram（1974）的研究[44]，共设计5个题项；社会学习量表借鉴了Chen（2001）的量表[45]，共设计4个题项；彩票社会责任量表参考李海（2015）、Torugsa（2012）、陈承（2015）等设计的社会责任以及彩票社会责任相关量表[27,46-47]，经修改后共设计3个题项；购彩决策行为量表各题项参考刘炼等(2015)、刘圣文（2015）、李凌（2017）对购彩决策行为的测量与题项设计[48-50]，共设计3个题项。
4.4问卷设计

本研究的问卷共设置了3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为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的个人基本信息，包括年龄、性别、学历、收入、受教育程度等；第二部分为社会影响、信息不对称、群体压力、权威服从、社会学习和购彩决策行为量表部分，主要了解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的信息；第三部分为彩票社会责任量表，主要是调查彩票方社会责任履行的情况。测试题项采用李克特5点记分的方式，其中1到5分别代表，“非常不赞同”、“不赞同”、“一般”、“赞同”、“非常赞同”。另外，为避免问卷填答者在填答问题时出现同源偏差的现象，本研究从填答者的角度出发，将量表题项进行合理化设计，便于填答者理解相关问项。在本研究量表初步设置完成后，为保证量表设计的科学性、有效性及合理性。首先，本研究按照德尔菲法的标准，通过三轮专家访谈，对量表设置进行评估。然后，进行问卷预发放，并邀请相关专家对量表进行评定，经过3次预发放与专家评估，认为信息不对称量表中的第4个题项、权威服从的第2个题项以及社会学习量表中的第3个题项适切性较差。因此，对这两个题项进行删除处理，最终问卷包含23个题项。
4.5信效度检验

信度检验主要采用克朗巴赫α系数和组合信度CR值进行综合判定，以验证量表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经检验，由表2可知，各部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60，且整体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4（大于0.70），表明各部分量表均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另外，根据CR>0.6的标准进一步检验量表的信度，经检验，量表的信度较好（见表2）。
表2 变量信度分析表

Table 2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variables

	变量
	维度/题项
	因子载荷
	Cronbach’s α值
	CR值
	AVE值
	AVE平方根

	社会影响
	SI1
	0.905
	0.876
	0.8858
	0.6634
	0.8145

	
	SI2
	0.900
	
	
	
	

	
	SI3
	0.770
	
	
	
	

	
	SI4
	0.657
	
	
	
	

	信息不对称
	IA1
	0.885
	0.864
	0.8804
	0.711
	0.8432

	
	IA2
	0.849
	
	
	
	

	
	IA3
	0.793
	
	
	
	

	群体压力
	GP1
	0.884
	0.854
	0.8777
	0.7055
	0.8399

	
	GP2
	0.818
	
	
	
	

	
	GP3
	0.815
	
	
	
	

	权威服从
	AO1
	0.788
	0.793
	0.8417
	0.5711
	0.7557

	
	AO2
	0.787
	
	
	
	

	
	AO3
	0.728
	
	
	
	

	
	AO4
	0.717
	
	
	
	

	社会学习
	
SL1
	0.859
	0.827
	0.8503
	0.6556
	0.8097

	
	SL2
	0.836
	
	
	
	

	
	SL3
	0.728
	
	
	
	

	彩票社会责任
	SROL1
	0.782
	0.749
	0.7918
	0.5594
	0.7479

	
	SROL2
	0.750
	
	
	
	

	
	SROL3
	0.710
	
	
	
	

	购彩决策行为
	LP1
	0.822
	0.802
	0.838
	0.6331
	0.7957

	
	LP2
	0.797
	
	
	
	

	
	LP3
	0.767
	
	
	
	


数据来源：本研究整理。
效度检验包括内容效度与结构效度。首先，本研究在根据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设计量表时，通过邀请山东大学英文外籍教师和中国汉语言文学教师将英文条目进行翻译与修正处理，形成本研究的初始量表内容。其次，再邀请消费者行为学领域的教授2名、彩票经营者、管理者3名以及体育产业管理教授1名对量表设计的内容进行深度访谈，以形成研究的初步量表，其目的主要为明确量表维度和题项内容；最后，将预发放过程后整理得到的量表内容，再次邀请专家，依照德尔菲法的标准，结合专家和学者给出的修改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量表，对量表维度和题项的适当性和科学性进行评定，以形成正式的测量量表。综上，本研究通过以上3个过程以保证测量量表的内容效度。另外，本研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因子载荷、AVE以及AVE平方根检验问卷的结构效度，结构效度包括收敛效度与区别效度，CFA验证结果显示（见表3），各项指标均在符合标准的范围内。此外，由表2可知采用最大方差法进行直交转轴，并经25次最大收敛迭代，得到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均满足大于0.5的水平。同时，所有变量的AVE大于0.5表明问卷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由表2与表4结果可知，各变量的AVE平方根均大于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表明问卷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综上，本研究问卷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
表3 模型拟合度指标

Table 3 Model fit index

	适配指标
	RMSEA
	NFI
	RFI
	IFI
	CFI
	x2/df

	标准指数
	≤0.05-1
	>0.9
	>0.9
	>0.9
	>0.9
	≤3-5

	模型1
	0.036
	0.925
	0.909
	0.977
	0.976
	1.413


指标标准来源：李凌等（2015）[1]。
4.6同源方差检验

同源方差是因为研究中使用的测量方法而产生一种系统性的偏误。 产生此种偏误的情况有许多种，例如研究中测量时得到的两个量表分数可能会受到填答者本身某种因素影响，造成所谓的同源性偏差。本研究问卷由彩票消费者和彩票社会责任的相关人员填答，可能在填答时存在同源方差的现象，因此，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以验证是否存在同源方差，在未旋转探索性因子分析后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的方差比例为30.699%（小于40%），说明研究结果不会受到同源数据的显著影响[51]。
5研究结果

5.1相关分析

将社会影响、群体压力、权威服从、信息不对称、社会学习、彩票社会责任、购彩决策行为这7部份量表对应的题项进行数据处理，构成变量间的相关矩阵，并运用SPSS25.0软件检验各变量间的相关性，经检验两两变量间均达到显著水平为0.01的正相关（见表4），且相关系数均小于0.7，表明各变量间不存在共线性的问题，可进行回归分析与检验[52]。
表4 变量的相关系数表
Table 4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table of variables
	
	社会影响
	群体压力
	权威服从
	信息不对称
	社会学习
	彩票社会责任
	购彩决策行为

	社会影响
	1
	
	
	
	
	
	

	群体压力
	0.353**
	1
	
	
	
	
	

	权威服从
	0.298**
	0.245**
	1
	
	
	
	

	信息不对称
	0.364**
	0.362**
	0.243**
	1
	
	
	

	社会学习
	0.333**
	0.290**
	0.337**
	0.292**
	1
	
	

	彩票社会责任
	0.316**
	0.382**
	0.389**
	0.316**
	0.451**
	1
	

	购彩决策行为
	0.352**
	0.285**
	0.284**
	0.304**
	0.336**
	0.372**
	1


注：*代表P<0.05，**代表P<0.01，***代表P<0.001（下同）。
5.2 社会影响、社会学习以及羊群效应的路径分析

本研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出社会影响、羊群效应与社会学习的影响关系路径模型（见图2），再参考模型适配度指标进行综合分析。根据模型适配指标进行修正，模型的适配结果（见表5）：RMSEA为0.043，NFI、RFI、IFI、CFI、GFI、AGFI均大于0.9的标准，且x2/df为1.570，综合来看，各项指标基本符合要求，表明模型的适配度较好，并且拟合效果也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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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社会影响、羊群效应与社会学习结构方程模型图

Figure 2 Model of social influence, herding effect and social learning structure equation

表5 模型拟合度指标表
Table 5 Model fit index

	适配指标
	RMSEA
	NFI
	RFI
	IFI
	CFI
	GFI
	AGFI
	x2/df

	标准指数
	≤0.05-1
	>0.9
	>0.9
	>0.9
	>0.9
	>0.9
	>0.9
	≤3-5

	模型
	0.043
	0.943
	0.930
	0.978
	0.978
	0.936
	0.911
	1.570


指标标准来源：李凌等（2015）[1]。
由表6可知，首先，社会学习<---社会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169，CR值为2.636，大于1.96，P值为0.008（<0.01），在0.01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社会影响对社会学习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假设1成立。其次，信息不对称<---社会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332，CR值为6.060，大于1.96，P值在0.001的水平下显著；群体压力<---社会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340，CR值为6.099，大于1.96，P值在0.001的水平下显著；权威服从<---社会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298，CR值为4.548，大于1.96，P值在0.001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社会影响对信息不对称、群体压力、权威服从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社会学习<---信息不对称的路径系数为0.127，CR值为2.099，大于1.96，P值在0.05的水平下显著；社会学习<---群体压力的路径系数为0.166，CR值为2.667，大于1.96，P值在0.01的水平下显著；社会学习<---权威服从的路径系数为0.258，CR值为3.860，大于1.96，P值在0.001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信息不对称、群体压力、权威服从均对社会学习产生显著的影响。综合上述研究结果可知，在社会影响对社会学习的影响关系中信息不对称、群体压力和权威服从可能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表6 各路径的因子载荷表

Table 6 Factor load table of each path
	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CR
	P值

	社会学习<---社会影响
	0.169
	2.636
	0.008

	信息不对称<---社会影响
	0.332
	6.060
	***

	群体压力<---社会影响
	0.340
	6.099
	***

	权威服从<---社会影响
	0.298
	4.548
	***

	社会学习<---信息不对称
	0.127
	2.099
	0.036

	社会学习<---群体压力
	0.166
	2.667
	0.008

	社会学习<---权威服从
	0.258
	3.860
	***


本研究将信息不对称、群体压力、权威服从三个中介分别构建中介效应的结构方程模型1-3，并对每个模型的适配度进行检验（见表7），经检验三个模型的适配度良好，且拟合效果较好。
表7 模型拟合度指标表

Table 7 Model fit index

	适配指标
	RMSEA
	NFI
	RFI
	IFI
	CFI
	GFI
	AGFI
	x2/df

	标准指数
	≤0.05-1
	>0.9
	>0.9
	>0.9
	>0.9
	>0.9
	>0.9
	≤3-5

	模型1
	0.046
	0.973
	0.962
	0.989
	0.989
	0.966
	0.941
	1.655

	模型2
	0.045
	0.973
	0.962
	0.989
	0.989
	0.966
	0.941
	1.643

	模型3
	0.048
	0.961
	0.947
	0.983
	0.983
	0.959
	0.933
	1.712


指标标准来源：李凌等（2015）[1]。
然后检验每个中介的效果，具体检验结果见表8。在社会影响通过信息不对称影响社会学习的过程中，直接效应95%置信度下的Bootstrap置信区间为（0.141，0.412），不包含0值，P值为0.001，直接效应显著；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为（0.030，0.125），不包含0值，P值为0.001，间接效应显著。故信息不对称在社会影响与社会学习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2a成立。在社会影响通过群体压力影响社会学习的过程中，直接效应95%置信度下的Bootstrap置信区间为（0.125，0.408），不包含0值，P值为0.001，直接效应显著；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为（0.028，0.161），不包含0值，P值为0.001，间接效应显著。故群体压力在社会影响与社会学习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2b成立。在社会影响通过权威服从影响社会学习的过程中，直接效应95%置信度下的Bootstrap置信区间为（0.128，0.377），不包含0值，P值为0.001，直接效应显著；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为（0.033，0.169），不包含0值，P值为0.001，间接效应显著，故权威服从在社会影响与社会学习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2c成立。

表8 Bootstrap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Table 8 Analysis results of bootstrap intermediary effect

	
	路径
	标准化

路径系数
	BC95%置信区间
	P值

	
	
	
	下限
	上限
	

	模型1
	社会学习<---社会影响
	0.271
	0.141
	0.412
	0.001

	
	社会学习<---信息不对称<---社会影响
	0.025
	0.030
	0.125
	0.001

	模型2
	社会学习<---社会影响
	0.258
	0.125
	0.408
	0.001

	
	社会学习<---群体压力<---社会影响
	0.081
	0.028
	0.161
	0.001

	模型3
	社会学习<---社会影响
	0.249
	0.128
	0.377
	0.001

	
	社会学习<---权威服从<---社会影响
	0.090
	0.033
	0.169
	0.001


5.3社会学习的作用检验和彩票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检验

本研究通过3个模型验证社会学习对购彩决策行为的影响关系以及彩票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模型4将控制变量纳入回归型；模型5将控制变量、社会学习、彩票社会责任纳入回归模型；模型6将中心化后的社会学习和彩票社会责任及两者的乘积项纳入回归模型，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
表9 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9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变量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购彩决策行为
	购彩决策行为
	购彩决策行为

	性别
	0.108
	0.093
	0.093

	年龄
	0.065
	0.023
	0.017

	学历
	0.191**
	0.153**
	0.155**

	收入
	0.124*
	0.061
	0.061

	职业
	0.029
	0.008
	-0.002

	社会学习
	
	0.207***
	0.243***

	彩票社会责任
	
	0.241***
	0.287***

	社会学习×彩票社会责任
	
	
	0.144*

	R2
	0.073
	0.211
	0.227

	Adj R2
	0.058
	0.193
	0.206

	F
	4.845***
	11.629***
	11.130***


由模型4可知，学历（β=0.191，P<0.01）和收入（β=0.124，P<0.05）对购彩决策行为的正向影响均显著，性别（β=0.108，P>0.05）、年龄（β=0.065，P>0.05）以及职业（β=0.029，P>0.05）对购彩决策行为影响不显著，说明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的学历和收入显著影响其购彩决策行为，性别、年龄、职业未能显著影响消费者购彩决策行为；模型5中社会学习在0.001的水平上达到显著（β=0.207，P<0.001），表明社会学习对购彩决策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假设3得到证实。模型6中社会学习×彩票社会责任的系数（β=0.144）在0.05的水平上达到显著，表明彩票社会责任与社会学习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显著，假设4得到证实。为进一步检验在不同彩票社会责任条件下，社会学习对购彩决策行为的具体影响，本研究利用简单斜率分析法，将彩票社会责任按照得分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的方式分为2组，即高值（均值+1个标准差）和低值（均值-1个标准差），进行分析。

表10 彩票社会责任对社会学习与购彩决策行为的调节作用简单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10 Test results of simple effect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lottery on social learning and lottery buying behavior
	Moderator levels
	
	95%Confidence Interval
	

	Z
	Estimate
	SE
	Lower
	Upper
	t
	p

	Mean-1·SD
	0.159
	0.0632
	0.0349
	0.284
	2.52
	0.012

	Mean
	0.252
	0.0611
	0.1316
	0.372
	4.12
	< 0.001

	Mean+1·SD
	0.344
	0.0786
	0.1895
	0.499
	4.38
	< 0.001


由表10和图3可知，在低彩票社会责任（P=0.012）和高彩票社会责任条件下（P<0.001），社会学习均会对购彩决策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高彩票社会责任社会学习对购彩决策行为的影响要大于低彩票社会责任。因此，表明彩票社会责任对社会学习与购彩决策行为的调节效应，再次验证假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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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彩票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

Figure 3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lottery
注：xx代表社会学习；Z代表彩票社会责任；XW代表购彩决策行为
5.4讨论

5.4.1社会影响的作用

社会影响对社会学习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竞猜型体育彩票彩票消费者在购彩过程中因受到其他彩票消费者、机构或专家态度或行为的社会影响，影响了消费者对购彩信息与购彩决策的博弈思路和正常判断，导致消费者模仿、学习他人的态度与行为，不利于消费者购彩常态化，这与李刚（2011）的研究结论一致[53]。另外，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在购彩过程中进行社会学习，出发点可能是把握购彩过程中的各种信息，以强化购彩行为，但在社会影响的条件下进行社会学习，消费者可能会陷入社会影响的陷阱，对后续购彩行为非常不利。本研究认为，彩票消费者在购彩过程中若受到社会影响，要明晰社会影响对购彩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免误入博彩的错误方向与路线。

5.4.2羊群效应的中介作用

信息不对称、群体压力、权威服从这三种羊群效应在社会影响与社会学习之间具有中介效应。彩票消费者在社会影响下会产生信息不对称、群体压力、权威服从非理性的影响，进而引起彩票消费者进行学习或模仿，以获取较多的购彩信息，达到强化购彩行为的目的。这间接印证了Salazar等（2013）的研究，即消费者在受到社会影响时会产生羊群效应，然后促进消费者社会学习[9]。然而，在通常情况下，体育彩票消费中社会影响往往来源于消费者身边的个体或群体，当消费者得知其他消费者掌握更多的购彩信息时，会认为他人做出的购彩决策相较于自己而言较优，此时信息不对称随之产生；其次，体育彩票消费者在购彩过程中看到其他消费者都下注了相同或者相近的彩票号码、数字或比分，此时购彩者在做出自己的购彩决策时会产生较大的群体压力，容易做出盲目跟风的选择；最后，诸多购彩预测分析平台或专家发布的彩票或比赛数据预测均会导致消费者服从专家权威，跟随预测进行购彩。消费者在购彩过程中的社会影响、羊群效应与社会学习之间的关系解释了体育彩票消费者非理性购彩行为过程。因此，消费者应注意并清楚这一非理性购彩过程，避开外在社会影响因素，实现博彩常态化。
5.4.3社会学习的影响作用

社会学习对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的购彩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研究结果同Ballinger（2003）的研究一致，即社会学习影响了消费行为[26]。究其原因，社会学习是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由于外界社会影响导致的非理性认知，引发消费者进行模仿与学习。同时，从消费者的角度而言，社会学习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更多的方式与渠道获取更广泛的购彩信息，以强化购彩行为，但彩票消费者通过社会学习影响了其理性认知，其做出的消费决策或行为可能完全模仿他人的态度或行为，影响了消费者购彩的正常思维判断，不利于消费者理性购彩。因此，消费者在购彩过程中要明晰有利或不利购彩信息，调整购彩心态，避免误入社会学习的误区，理性购彩，以达到购彩的心理预期。
5.4.4彩票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

彩票社会责任在社会学习与购彩行为之间具有调节效应，这与前人研究中的部分观点一致[28-29]。究其原因，本研究认为彩票社会责任从彩票管理、销售、监督等方向出发，彩票相关利益者通过对彩票消费者提供一定的购彩提示或者发布一系列的官方信息，增强彩票消费者对各种信息的辨识度与分析能力，提升购彩过程的理性思维判断，从消费者购彩竞猜型体育彩票外在角度向消费者提供增强购彩认知的方法，以发挥干预彩票消费者购彩行为的作用[54]。因此，可适当向彩票消费者提供相应的购彩信息参考或加强博彩娱乐性的提示，以帮助彩票消费者矫正购彩思维与行为，促进消费者理性购彩。
6研究结论与启示

体育彩票与消费者相辅相成，体育彩票为消费者提供丰富的产品、服务供给以及健康公平的购彩环境，促进体育彩票正常有序发展。然而，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非理性购彩不仅影响消费者的正常购彩，也影响体育彩票事业的健康可持续。本研究对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非理性向理性购彩决策行为进行探索，得出以下结论与启示，以期引导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理性购彩。
6.1研究结论

本研究从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的羊群效应视角出发，构建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购彩行为机制理论概念模型，经实证检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社会影响对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社会学习具有显著影响；（2）信息不对称、群体压力和权威服从中介了社会影响与社会学习的关系；（3）社会学习对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的购彩行为具有显著影响；（4）彩票社会责任在社会学习与购彩行为影响关系间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6.2理论贡献

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对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购彩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其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当前对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产生的羊群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虽有研究提到体育彩票消费者在购彩过程中会出现羊群效应，但未进行充分检验与分析。而本研究将信息不对称、群体压力、权威服从作为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羊群效应的三个方面，证实了社会影响是引发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产生羊群效应的内在归，为后续对体育彩票消费者羊群效应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第二，本研究从彩票社会责任这一角度出发，证实了彩票社会责任在社会学习与购彩行为之间具有调节作用，进一步验证消费者的购彩行为可以从彩票相关利益方这一方面出发，引导消费者理性购彩，为后续消费者理性购彩行为的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第三，本研究将社会影响理论、羊群效应理论、社会学习理论、彩票社会责任理论创新性地应用到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的消费行为研究中，将现有理论扩展，并丰富竞猜型体育彩票的理论研究。
6.3实践启示

根据研究结果，并结合当前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购彩过程中的现实情况，本研究得出以下实践启示。
首先，本研究通过分析证实社会影响对竞猜型体育彩票消费者社会学习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彩票消费者在购彩过程中应分析其他个体或群体带来的社会影响，厘清获取各种信息之间的关系，综合评判购彩信息的质量，避免产生羊群效应现象。同时，彩票消费者自身应加强对彩票或体育比赛信息的收集分析能力，丰富购买彩票的相关知识，提高自我认知能力，将社会影响带来的不利因素降到最低。其次，研究表明信息不对称、群体压力、权威服从在社会影响与社会学习中具有中介效应。因此，消费者因社会影响产生羊群效应时，不要轻易做出购彩决策，此时应对社会影响、信息不对称、群体压力以及权威服从等不利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以强化购彩决策信息的思维与判断能力；同时，应充分认识社会学习的内在含义，明晰购彩过程中的各个环节的因素影响，以免陷入模仿与学习他人行为的非理性购彩误区。再者，研究证明社会学习能够影响彩票消费者的购彩行为。社会学习看似消费者进行自我强化，但在产生羊群效应时，社会学习会影响消费者的理性购彩。因此，无论受到社会影响或产生羊群效应与否，都应提高对购彩信息的认知能力，养成良好的辨别与分析购彩信息的习惯，增强自我调节能力，培养信息加工意识，以达到改善购彩行为的目的。最后，彩票社会责任在社会学习对购彩行为的影响中具有调节效应。彩票社会责任作为除彩票购买者以外的相关利益方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彩票的相关利益方应帮助消费者理性购彩，如彩票的规制方向彩票消费者提供准确无误的彩票游戏设置、兑奖流程等购彩信息，建立彩票发行、销售、购买的立法体系，保障彩票消费者的购彩行为；彩票的管理方，增强彩票运营流程的监管，防止彩票消费者非理性购彩；彩票的营销方，加强彩票发行销售各个环节的管理，确保彩票游戏依法运营，提供公平合理的购彩行为环境，以保护彩票消费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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